
“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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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态文明战略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碳减排目标的

协同推进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 2010—2022年中国 1741个区

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及

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使区县碳排放量得以下降，且这

一结果在改变样本切分比例、开展内生性检验以及缓解非随机选择偏误等多项稳

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该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产业集聚度更

高、环境规制更强以及非资源型的区县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显示，政策主要

通过提升金融可得性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实现碳排放减少。进一步分析发

现，该政策在抑制碳排放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SO2与PM2.5排放，呈现出明显的协同

减污效应。研究结论表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重要实

践，在区域低碳发展和污染治理协同推进方面具有显著成效，为政策推广和区域低

碳发展的差异化推进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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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其全球性、跨代际性与不可逆性特征不断

强化，对生态系统稳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深刻威胁。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排放

的持续攀升显著推动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引发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与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

系列风险。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评估报告，如当前排放趋势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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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遏制，本世纪末全球温升可能突破关键阈值，对自然与经济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①。因

此，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和核心治理议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

积极推进“双碳”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关系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

“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与应对

气候变化。然而，当前传统区域环境治理模式未能充分实现绿水青山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而限

制了减排工作中的内生动力与积极性。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打通“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转化的路径，激发减排内生动力，已成为推动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核心议题，碳排放驱动因素的识别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的持续关注。

在理论层面，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被视为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口规模

扩张通过住房、交通与消费需求增加直接推高能源消耗，而人口结构变化则通过消费模式转

变间接影响碳排放（雷晓燕等，2025）。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

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粗放式生产导致碳排放随收入上升而增加；当经济跨越临界阈

值后，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共同推动下，碳排放下降（Grossman & Krueger，
1995）。产业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尤其是钢铁、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比重变化对区域碳

排放具有放大效应（Yang et al.，2018；费伟良等，2021）。在计量方法上，相关研究经历了从基

础模型到更为复杂和精细化模型的逐步发展。OLS等传统方法多用于识别基础关系（Bai et
al.，2023），而双重差分（DID）因具备准自然实验特征，在政策效应评估中得到广泛应用（郑石

明、尤朝春，2023）。近年来，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组合赋权等分析方法被用于刻画碳排放的

时空异质性（李俊明等，2023；尹碧波等，2024）；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郎丽华等，2025）与

空间计量模型则进一步捕捉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与空间溢出效应（任亚运、张广来，

2020）。这些方法的持续发展显著提升了碳排放研究的识别精度与解释深度。在政策评估方

面，排放权交易制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及低碳城市试点等为识别减排政策效果提供了重要研究

场景（Hu et al.，2022；郑石明、尤朝春，2023；肖义等，2025）。这些研究表明，制度安排能够通

过资源重新配置、创新激励和行为约束等机制影响区域碳排放。

“生态银行”作为中国近年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畅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转化路径的重要制度创新，其潜在外部性不仅体现在生态修复与生态补偿方面，也可能通过

生态资源的确权、资产化与交易机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对区域碳排放产生影响。然而，

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仍然不足。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典型地区的制度实践与案例剖析（崔莉

等，2019），或探讨生态银行的形成机制与运行模式（杜健勋、卿悦，2023），研究方法多以定性

①资料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网站《IPCC AR6综合报告|＜气候变化 2023＞十大重点解读》，https://wri.

org.cn/insights/2023-ipcc-ar6-synthesis-report-climate-change-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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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为主，缺乏系统的定量评估和清晰的理论识别框架。近年来虽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分析生

态银行政策在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彭伟辉、黎杰，2025），但针对其是否以及

如何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影响区域碳排放的研究仍十分有限，亟待进一步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依托区县层面

微观面板数据，将“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纳入碳减排治理框架，系统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的减排效应，丰富了从生态制度创新角度识别碳减排政策效应的研究范式。第二，在研究方法

上，采用双重机器学习作为核心识别策略，在高维协变量条件下实现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有效

缓解传统DID在控制变量选择与函数形式设定上的主观性偏误，同时引入工具变量以进一步处

理潜在内生性问题，从而显著增强了政策效应识别的稳健性。第三，在机制分析上，从金融可得

性与技术创新两个层面揭示政策推动碳减排的作用路径，不仅深化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影响碳排放的理论解释，也为理解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的联动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在生态文明战略持续推进和“双碳”目标全面部署的背景下，构建能够兼顾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新型政策机制成为绿色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制度化确认。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统筹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生态资源配置效率，成为破解

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与经济发展滞后矛盾的重要任务。“生态银行”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

起，旨在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其核心理念是对分散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

确权、整合与资产化，使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资产，从而打通生态资源变资

产、变资本的实现路径，为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提供制度性支持①。

从制度演进看，2018年福建南平率先探索“生态银行”制度，通过整合碎片化生态资源搭

建资源变资产的平台②。2019—2020年，四川、浙江、江西等地陆续设立试点区县，借鉴商业银

行“分散输入、集中输出”的模式推进生态资源集中流转与专业化运营。2021—2022年，试点

范围进一步向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等省份拓展，政策工具逐步从探索走向制度化实践，并引

①资料来源于《生态银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创新模式》，http://www.banyuetan.org/st/detail/

20210610/1000200033136221623314473196239738_1.html。

②资料来源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完善“生态银行”建设机制，推动绿色发展》，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2-03-08/doc-imcwiwss46999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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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态权益抵押、碳汇交易等创新机制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运营。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有

包括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在内的多个省份被纳入试点体系，“生态银行”在部分地区已进

入规范化、规模化运行阶段（杜健勋、卿悦，2023；张林波等，2023）。作为统筹生态保护、要素

市场化配置与绿色金融的重要制度工具，“生态银行”不仅具备生态修复与生态补偿功能，也

蕴含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与行为激励机制影响区域碳排放的潜在路径，这为系统评估其碳减排

政策效应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理论必要性。

（二）理论分析

1.“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影响碳排放的直接效应

“生态银行”作为我国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制度创新，其核心在于通过市场化、

金融化和专业化运营方式提升生态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正向耦合。

在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该政策通过资源整合、制度引导与激励约束，为区域碳减

排提供了新的政策抓手。一方面，“生态银行”通过构建生态资产确权、评估、登记与交易体

系，提高生态资源的流动性和价值识别能力，使生态保护具备持续的经济激励，从而引导地方

政府与市场主体增强减排意愿（李冰强、康星，2023）。另一方面，政策通过促进生态资产与要

素市场对接，使生态资源在市场环境下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方式，有助于抑制粗放式开发，减少

高碳项目的无序扩张（赵燕等，2024）。总体来看，“生态银行”通过改善生态资产配置方式与

行为激励结构，具备潜在的碳排放抑制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生态银行”试点政策能够降低碳排放水平。

2.“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影响碳排放的金融可得性机制

金融可得性是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随着国家对绿色金融的制度化推进，金融

机构在信贷投向上更加关注生态效益，绿色金融工具逐渐成为支持低碳发展的关键手段（王

守坤、范文诚，2024）。“生态银行”通过生态资源整合和资产化运作，为区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

提供了制度基础。首先，其借鉴商业银行“分散输入、集中输出”的运营理念，通过整合分散的

生态资源形成规模化生态资产包，并在政府信用背书下成为金融机构可接受的优质抵押物，

从而提高生态项目融资可得性（杜健勋、卿悦，2023）。其次，部分试点地区创新推出林票等生

态金融产品，为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提供了新渠道，拓展了绿色融资空

间。最后，“生态银行”建设的生态资产评估、风险监测与信息共享平台，有助于金融机构精准

识别生态项目风险，降低融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其对绿色项目的信贷供给。基于此，本文提

出假说2：
假说2：“生态银行”试点政策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降低碳排放水平。

3.“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影响碳排放的技术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是推动碳减排的根本动力。与依赖末端治理的传统路径相比，绿色技术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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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能源替代、流程优化与系统集成，从源头提升资源效率并系统降低排放（Acemoglu et al.，
2012；Zhang et al.，2023）。“生态银行”通过生态资产制度建设与绿色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

为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激励与保障。一方面，政策引导绿色信贷、碳配额质押贷

款等金融工具定向支持绿色技术研发主体，有效缓解其研发投入的资金约束，增强技术创

新的持续性（彭伟辉、黎杰，2025）。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生态资产收益权交易、碳汇交易等

机制，“生态银行”为绿色技术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化价值实现渠道，提高绿色技术投资

回报预期，从而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张文明，2020）。此外，部分试点地区探索推动智能

回收、绿色制造、低碳运输等低碳技术应用，并促进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排放监测

和能效管理中的使用，进一步强化绿色技术扩散与应用（李宏伟等，2020）。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3：
假说3：“生态银行”试点政策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为避免传统回归方法在处理高维控制变量和非线性关系时出现模型设定偏误问题，借鉴

Chernozhukov等（2018）的方法，本文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对试点

地区碳减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该方法将机器学习的预测能力与因果推断的理论框架深

度结合，既解决了传统因果方法在高维、非线性场景下的局限性，又通过因果建模避免了机器

学习“相关性替代因果性”的缺陷。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套索回归算法，在1∶4的样本分割比

例下，对高维控制变量进行筛选，以实现偏误校正与收敛速度提升。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θ0 EBit + g(Xit)+ εit （1）
E( |εit EBitXit)= 0 （2）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区县和年份；Yit 表示被解释变量；EB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量化了

政策的因果效应；Xit 为高维控制变量集合，包括控制变量一次项和二次项；函数 g(Xit) 为非

参数形式，拟由机器学习方法估计；εit 为随机误差项，满足零均值假设。实证分析中还加入

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区县固定效应。

为实现对核心解释变量的正交化处理，引入辅助回归如下：

EBit =m(Xit)+ uit （3）
E( |uit Xit)= 0 （4）

其中，m(X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对高维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uit 为误差项，条件均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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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 ln CO2）。参考陈诗一（2009）、任亚运和胡宇晨（2025）的

方法，以CO2排放总量的对数进行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生态银行”政策变量（EB）。通过设

置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赋值，如果区县 i 在 t 年实施了“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则该年及之后年份

的 EB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机制变量与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检验“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在试点地区碳减排中的具体作用路径，本文基于

前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金融可得性（FAC）和技术创新（ ln TEC）两个维度引入机制

变量，其中，参考王守坤和范文诚（2024）的方法，使用人均金融分支机构网点数汇总数据衡

量金融可得性。同时，参考Zhang等（2020）的方法，使用各区县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技术

创新。

为减少因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参考已有研究（吴健生等，2014；任亚运等，2024；邵
帅等，2024；吴海涛等，2025；Andrikogiannopoulou et al.，2025），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地区碳减

排的其他区域特征，主要包括：能源结构（EES），由于缺乏县域能源统计数据，且夜间灯光亮

度与区域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Wang et al.，2017；史丹、李少林，2020），因此

参考吴健生等（2014）、Chen等（2022）及安琪和吴三忙（2025）的做法，采用区县夜间灯光数据

的年平均值进行衡量；人口密度（DEN），以年均人口数量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之比进行衡

量；产业结构（SEC），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进行衡量；消费水平（CON），

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进行衡量；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行衡量；劳动力水平（LAB），以区县就业人员数量进行衡量；

金融水平（FIN），采用区县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之比进行衡量；气温（TEM），基于

原始数据，计算各区县年均气温的平均值进行衡量。

3.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0—2022年中国 1741个区县为研究样本。碳排放数据来自 CGER发布的

1km×1km空间分辨率的栅格化碳排放图像数据，其为化石燃料燃烧、水泥生产和天然气燃烧产

生的CO2排放数据，并基于GIS技术对区县尺度进行提取与汇总。区县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主

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气温数据来源于欧盟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联合发布的ERA5-Land高分辨率气象再分析

数据集，具体是基于原始的气温数据，对每个区县内的数据值进行了求平均数处理，得到了

区县的逐年平均气温。金融可得性数据来自原中国银保监会，通过将原中国银保监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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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分支机构网点数汇总得到。技术创新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个别年份或地区

的缺失值，本文采用线性插值与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充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ln CO2
EB

EES
DEN
SEC
CON
GOV
LAB
FIN
TEM
FAC

ln TEC

单位
吨，对数值

—
—

万人/平方千米
%

万元，对数值
‰

万人
—
°C

个/万人
件，对数值

样本量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22633
19474

均值
3.542
0.010
5.595
0.033
1.230
12.793
0.273
3.483
1.453
13.154
1.412
2.752

标准差
1.305
0.100
7.768
0.030
1.296
1.202
0.271
4.533
4.588
5.594
0.521
1.642

最小值
1.935
0.000
0.000
0.000
0.058
7.843
0.005
0.112
0.040
-8.523
0.737
0.000

最大值
5.812
1.000
61.153
0.388
54.979
16.604
5.432
90.110
639.852
25.334
2.375
10.968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基准估计结果。列（1）仅添加控制

变量一次项，作为最基础的估计。列（2）进一步加入年份固定效应，用以吸收各年份全国性共

同冲击，识别政策的时间维度净效应。列（3）在此基础上加入区县固定效应，从而控制区县层

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特征（如地形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提高因果识别的有效

性。列（4）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二次项，以刻画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是最为严格、最具解

释力的基准设定。在不同模型设定下，“生态银行”试点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列（4）显
示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保持稳健。这表明，在控制了高维协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和区县固

定效应，并纳入控制变量非线性形式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仍能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换

言之，政策在试点地区发挥了明确的碳减排效应，与假说1一致。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n CO2

（1）
-0.361***

（0.038）
是
否
否
否

22633

（2）
-0.275***

（0.039）
是
否
是
否

22633

（3）
-0.015***

（0.005）
是
否
是
是

22633

（4）
-0.012***

（0.005）
是
是
是
是

2263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任亚运 刘亚茹 余燕团：“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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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该方法在处理高维

控制变量和非线性关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并能够避免传统回归中可能出现的模型设定偏

误。为进一步验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不改变核心识别框架的前提下，采用多期双重

差分方法进行辅助检验。表3报告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不同设定下，核心解释变量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多期DID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n CO2

（1）
-0.360***

（0.047）
是

否

否

否

22633

（2）
-0.276***

（0.039）
是

否

是

否

22633

（3）
-0.081**

（0.032）
是

否

是

是

22633

（4）
-0.076**

（0.031）
是

是

是

是

22633

2.改变样本分割比例

为检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对样本设定的敏感性，本文将原设定的1∶4样本分割比例分别

调整为1∶3、1∶5和1∶7，并在此基础上重新估计政策效应。表4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样本

分割比例，核心估计结果均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内保持稳健，表明研究结论不依赖于特

定的数据划分方式，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4 改变样本分割比例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n CO2

1∶3样本分割比例

-0.015***

（0.005）
是

是

是

是

22633

1∶5样本分割比例

-0.008***

（0.003）
是

是

是

是

22633

1∶7样本分割比例

-0.011**

（0.005）
是

是

是

是

22633

3.排除相关政策干扰

为了避免样本期内其他类似政策对“生态银行”试点政策效应估计的潜在干扰，本文进一

步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碳排放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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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政策纳入回归模型作为控制变量。这四项政策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在目标和实施路径

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可能会使研究结果产生混淆。通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这些政策变量，能

够更准确地分离出“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独立效应。表 5结果表明，在控制这些政策影响

后，核心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结论未受同期政策叠加效应的显著干

扰，从而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排除相关政策干扰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低碳城市试点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碳排放权交易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n CO2

（1）
-0.011**

（0.005）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2633

（2）
-0.011**

（0.005）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22633

（3）
-0.011**

（0.005）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22633

（4）
-0.011**

（0.005）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22633

4.缓解选择性偏误、交互式双重机器学习与样本结构优化

本文还从选择性偏误控制、模型设定扩展以及样本结构调整三个方面进行识别检验。表6
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首先，考虑到区县在政策实施前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差异，若不

加以控制，可能导致政策效应估计存在偏误。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参考Li等（2016）的做法，

将线性时间趋势（Trend）与事前虚拟变量集（Dummies）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型。事前变量

包括是否为老工业基地城市下辖区县、是否为一二线城市下辖区县以及是否为东部地区下辖

区县。表 6列（1）的结果显示，在逐步控制潜在的事前趋势差异后，政策系数仍保持显著为

负，表明基准结论不受选择性问题影响。其次，本文在套索回归算法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交互

式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以增强非线性与交互效应识别能力。列（2）的结果显示，政策变量在

1%水平上依然显著为负，与基准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最后，为排除

行政层级差异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下辖区县

的样本，并重新进行回归。列（3）的结果表明，删除直辖市样本后，政策系数依旧显著为负，与

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任亚运 刘亚茹 余燕团：“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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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缓解选择性偏误、交互式双重机器学习与样本结构优化的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Trend ´Dummies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n CO2

（1）非随机选择

-0.021***

（0.005）
是

是

是

是

是

22633

（2）交互式模型

-0.032***

（0.008）
是

是

否

是

是

22633

（3）剔除直辖市样本

-0.010**

（0.005）
是

是

否

是

是

22178

5.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Bai等（2023），使用 post

（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与地形起伏度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IV），一方面，“生态银行”试

点政策常以生态脆弱或资源碎片化区域为试点，而地形起伏度是衡量生态碎片化的重要指

标，另一方面，碳减排的核心驱动是“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机制设计，而非地形本身。地形起

伏度可能影响政策实施效率，但不直接影响政策是否实施与碳减排的因果路径，因此考虑使

用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7。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F统计量为

16875.85，显著大于10，LM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与识别

不足问题；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

了政策效应的稳健性。

表7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EB

工具变量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M统计量
F统计量

工具变量法

EB

0.381***

（0.003）
是
是
是
是

21001
9356.897***

16875.85

ln CO2

-1.650***

（0.161）

是
是
是
是

21001

（三）异质性分析

1.产业集聚异质性

产业集聚程度作为表征区域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核心指标，不仅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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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规模化水平的重要维度，其空间集聚效应亦会通过要素配置、技术溢出等机制对区域生

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参考崔惠玉等（2023）的做法，以产业集聚程度的样本均

值为临界值，将研究对象划分为高集聚组与低集聚组，通过构建分组回归模型展开异质性分

析，具体实证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高产业集聚水平区县显著，在低产业

集聚水平区县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产业集聚水平地区企业众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紧

密。“生态银行”试点政策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这些企业的资源，实现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这种

协同效应使得碳减排措施能够大规模实施，从而取得显著效果。而低产业集聚水平地区企业

数量少且分布零散，生态资源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政策难以发挥其资源整合的优势，碳减排效

果不明显。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生态银行”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产业集聚水平的差异，以实

现更有效的碳减排目标。

EB
全样本
低产业集聚水平
高产业集聚水平

-0.10 -0.08 -0.06 -0.04 -0.02 0
估计系数与95%置信区间

图1 产业集聚异质性分析结果

2.环境规制异质性

地方政府作为区域治理的核心主体，其角色不仅局限于空间资源的管理者与政策决策

者，更履行着引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因此，政府环境治理偏好通过政策议程设置、资源

配置导向等机制，对“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产生显著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使

用环保相关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词频衡量政府对环境的关注程度①，取均值作为高、低

环境规制水平的分界，并对其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结果表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对高环境规制水平区县的碳减排效果在5%的水平上负

①从“环保目标”“环保工作对象——环境因素和环境污染”以及“环保措施”三方面选取27个能较全面反

映政府对环保重视程度的环境词汇。环保目标包括环境保护、环保、绿色、清洁、低碳、蓝天、绿水、青山，环保

工作对象包括生态、空气、气候、污染、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雾霾、颗粒物、二氧化碳、能耗、散煤、燃煤、排

污、偷排、尾气，环保措施包括节能、减排、脱硫、脱硝。

任亚运 刘亚茹 余燕团：“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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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但对低环境规制水平区县的碳减排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环境规制水平区县

的政策执行力度较强，政府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能够依托“生态银行”平台有效整合财政、金

融与行政资源，将信贷资金精准配置至绿色低碳项目，从而放大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相对而

言，低环境规制水平区县的环境考核压力弱、政策执行力度较弱、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较

低，导致“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在资源配置上难以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项目。

全样本
低环境规制水平
高环境规制水平

-0.04 -0.03 -0.02 -0.01 0 0.01
估计系数与95%置信区间

EB

图2 环境规制异质性分析结果

3.资源禀赋异质性

资源型城市是指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城市，在经济发展模式、环境

与可持续性等方面与非资源型城市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使得“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

排效应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产生不同效果，因此，本文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文件，将样本划分为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并按照城市下辖区县进行异质

性分析，具体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生态银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非资源型区县有显著影响，而在资源

型区县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源型区县的经济高度依赖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这

些产业的碳排放强度较高，且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对产能扩张和短期

经济效益的侧重，导致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较弱。而非资源型区县的经

济结构相对灵活，企业和政府对政策的响应能力较强，因此这些地区能够更快速地调整产业

结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显著的碳减排效果。未来需针对资源型区县的特殊性，将

“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向产业转型赋能延伸，同时在非资源型区县深化碳减排机制，以实现环

境政策的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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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资源禀赋异质性分析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研究证实了“生态银行”试点政策能够推动碳减排。接下来，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
方法，从金融可得性（FAC）和技术创新（ ln TEC）两个方面实证检验“生态银行”试点政策推

动碳减排的机制路径。

表 8列（2）显示，金融可得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

有效促进了金融可得性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生态资源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其市场化

配置面临挑战，容易引发“公地悲剧”。“生态银行”试点政策通过将生态资源资产化、资本化和

产业化，将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定价、可抵押、可交易的金融要素。这一转变系统性地

提升了金融可得性，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政策通过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避免了生态资

源产业化过程中可能的资源透支问题。通过确权、资产化与交易等政策激励多元市场主体参

与生态产品交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拓展了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

了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为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

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2。
表 8列（4）显示，技术创新水平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政策显著提升了区域的

技术创新水平。具体而言，政策通过绿色信贷、收益权融资等金融工具，显著降低了绿色技术

研发的融资门槛，缓解了企业资金约束，激励企业加大对节能降碳技术的投入。随着绿色技

术的规模化应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资源利用率增强，进而直接减少了碳排放。同时，政

策推动科研机构、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绿色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

交流，提升绿色技术的扩散效率。更重要的是，政策加速了绿色技术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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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推动绿色技术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碳减排效应。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

假说3。
表8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FAC

（1）
0.045***

（0.013）
是

否

是

是

22633

（2）
0.059***

（0.013）
是

是

是

是

22633

ln TEC

（3）
0.292***

（0.055）
是

否

是

是

19474

（4）
0.276***

（0.054）
是

是

是

是

19474
（二）协同减污效应检验

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叠加风险日益加剧，已成为威胁全球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长期以来，污染减排与碳减排目标趋于一致（Burtraw et al.，2003），

推动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刘娜、高新伟，2024），成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与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邢会等，2025）。因此，本文在研究“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对碳减排效

应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试点政策对污染物减排的影响。在污染物指标选择上，本文参考任

亚运和张广来（2020）、Fu等（2021）以及李丁等（2021）的做法，采用PM2.5浓度取对数作为首要

衡量指标。一方面，PM2.5是细颗粒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污染物，已被广泛用于空气质量与污染

治理绩效的实证测度；另一方面，其浓度变化能够敏锐反映区域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具

有良好的可观测性与解释力。同时，参考程洪飞等（2025）、Cao等（2025）的研究，引入 SO2浓

度取对数作为补充指标。SO2主要来自燃煤、燃油等高碳能源的燃烧过程，与CO2排放源高度

重叠；若“生态银行”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抑制高碳项目，理论上应同时降低SO2排放，从而形成

“碳-硫协同减排”的证据链。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在抑制碳排放的同时，也降低了区县SO2

和PM2.5的排放，与理论预期保持高度一致。

表9 减污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EB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变量二次项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ln SO2

-0.034***

（0.04）
是

是

是

是

22633

ln PM2.5

-0.029***

（0.006）
是

是

是

是

2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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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1741个区县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生态银

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检验其区域异质性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

一，“生态银行”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且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下保持一致。同时，扩展

分析显示，政策在抑制碳排放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协同减污效应。第二，政策效应表现出

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总体来看，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环境规制强度较强以及非资源型的区县，

政策的执行成效更为突出，说明地方治理能力、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会对政策效果起到重要调

节作用。第三，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可得性和技术创新是政策产生碳减排效应的主要渠道。生

态资源确权与资产化带来的金融可得性提升，有助于推动绿色项目融资与资本流动；而绿色技

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区域低碳转型动力。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政策推广与经验复制。通过政策激励，引导更多具备资源

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地区参与试点，逐步形成制度化推广机制。在选择试点地区时，应综合考

虑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现状及政策实施能力等因素，确保试点工作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政策推广机制建设上需强化激励引导与制度约束的协同：一方面，通过

财政补贴、要素保障倾斜等激励手段，引导具备基础条件的地区主动参与试点；另一方面，加

快构建试点工作的制度化推广框架，明确试点启动、过程监管、成效评估的标准流程。同时，

需建立典型试点经验的系统性提炼机制，不仅聚焦实践操作层面的成功做法，更需深挖背后

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标准化模式。

第二，聚焦区域差异，推进分类施策与精准治理。鉴于“生态银行”政策在不同类型区县

间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应在推广过程中强化因地制宜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环境

规制强度、行政等级等特征，制定具有弹性的政策目标体系和差异化推进路径。经济发达且

生态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可设定更高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鼓励其在生态资源市场化

配置、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对于经济欠发达

或生态资源基础薄弱的地区，政策重心应转向基础能力建设，通过提供技术指导与人才培训、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等方式，帮助其逐步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在政策工具设计

上，应加强政策与绿色信贷、碳市场、生态补偿等相关政策的协同配合，提升综合治理效能，解

决政策碎片化带来的治理效率问题。

第三，畅通金融渠道和健全技术创新机制。围绕已识别的两大作用机制，建立全国统一

的生态资源确权数据库与管理平台，将生态资源产权信息纳入标准化、可查询的公共信息体

系，减少金融机构在生态资产估值、抵押处置环节的信息不对称，增强金融资本介入生态领域

的信心。同时，优化生态资产入市交易规则，简化交易审批环节，建立市场化、透明化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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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定价机制，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技术创新方面，应制定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专项行动计划，

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支持节能改造、清洁生产技术升级等项目，降低产业能耗与

污染物排放强度。建立碳减排技术推广平台，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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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Eco-bank”Pilot Policy 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n Yayuna, Liu Yarua, YuYantuanb

(a: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As China deepens i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ategy, advancing the synergy between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and carbon mitigation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Using panel

data for 1741 counties from 2010 to 2022, this study employs a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car-

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the“Eco-bank”pilot policy and examin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reduces county-level carbon emissions, and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cross multiple checks,

including alternative sample-splitting ratios, endogeneity tests, and adjustments for non-random selection bias. The

carbon mitigation effect exhibit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being more pronounced in counties with highe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trong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non-resource-based economic structure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enhanced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and strengthen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two primary path-

ways through which the policy reduces carbon emissions. The extended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licy also signifi-

cantly decreases emissions of SO2 and PM2.5, demonstrating a clear co-benefit in pollution abatement. Overall, the

“Eco-bank”pilot policy,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amework, ef-

fectively promotes region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pollution control,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olicy expansion and differentiated promotion across regions.

Keywords: Eco-bank;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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